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李    欣1，顾振华1，徐雨婧2

（1.  上海商学院 商务经济学院, 上海 200235；2.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

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

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

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 1998−2012 年 41.42 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

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

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

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

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

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

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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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污染防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同

时也是必须要跨越的重要关口。近年来，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总体得以改

善。①然而，随着污染治理的持续推进，污染防治的边际减排成本不断上升，要实现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蒋伟杰和张少华，2018）。在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

键时期，环境污染防治更需科学化、精准化、多元化。这意味着，从微观层面识别影响污染治理的

关键因素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在污染防治中主要采取了以行政命令型为主、市场型为辅的环境规制措施（李欣

等，2017），这些措施对推进污染治理攻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理论和实践表明，公众在环境治

理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环境参与，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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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治理体系（王班班等，2020）。“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环保信息公开力度，完善公众

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实践证明，公众环境参与的力量至关重要。比如，为了抵制 PX 化工项目落户厦门市海沧区，

2007 年 5 月厦门市民自发组织了“散步”形式的抗议活动，最终促使厦门市政府作出缓建 PX 化

工项目的决定。2012 年启东市出现的居民因抵制日本王子纸业废水排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迫使南通市政府在公众抗议当天便宣布永远取消该企业的废水排海工程项目。可见，公众参与

对污染治理的推动作用不可或缺，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诉求将在无形中增加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压

力，进而演化成一股强大的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舆论风暴。

在一定意义上，公众表达环境诉求属于环境规制的范畴。目前，围绕环境规制减排效应的相

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理论上，基于微观经济框架就环境规制项目对企业决

策的影响予以分析是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比如，André等（2011）将公众披露与传统的环境规制

手段对比，分析了公众披露项目对企业污染排放、产品定价及绿色形象宣传的影响。容易发现，

现有研究对公众环境参与、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减排互动策略的理论考察相对欠缺。同时，也有

较多学者对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进行了经验考察，如 Wang 等（2021）。

近年来，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公众环境诉求表达为主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

效应研究也成为学者考察的重要方向。在相关研究中公众表达环境诉求主要通过如下四种形

式 ： 一 是 公 众 信 访 、 投 诉 等 方 式 ， 其 对 环 境 治 理 或 污 染 排 放 的 影 响 具 有 不 确 定 性 ， 比 如 ，

Langpap 和 Shimshack（2010）以及 Dong 等（2011）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提升污染治理水平或减少

污染排放。但 Zhang 等（2019）认为，这些行动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非政府组织的环

境参与是公众表达环境诉求的第二种方式，其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Li 等（2018）发现非政府环

境组织发布的信息披露报告对城市污染治理具有积极作用，而 Wu 等（2018）的发现则与之相反。

第三种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环境新闻报道，大部分学者均意识到新闻报道对环境污染有

抑制作用，如 Saha 和 Mohr（2013）。利用网络媒体如搜索引擎、微博、Twitter 及其他网络媒体的信

息传播功能是公众表达环境治理诉求的第四种方式，Bonsón 等（2019）认为 Twitter 是公众参与的

重要工具，关于百度搜索引擎以及新兴网络媒体传播舆论减排效应的研究结论与样本时间跨度

和采用的度量方法有关（郑思齐等，2013；Zhang 等，2018）。总之，公众环境诉求的减排效应具有

不确定性，其大小和方向与公众表达环境诉求的形式、研究样本和实证方法的选择等因素有关。

基于上述现实和背景，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公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污染排

放的机理。具体来讲，首先，基于动态优化分析方法，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

探讨公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内在机理，并得到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和边际

规制效应；其次，将 1998−2012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

计数据库匹配得到 41.42 万个样本观测值，在此基础上，采用 python 工具对 11.43 万家工业企业

按年份进行百度环境搜索，得到公众环境诉求的度量指标；再次，采用控制企业效应、行业效应

和年份效应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和工具变量法等就公众环境诉求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考察和机

制讨论。特别地，选择各省市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比和工业企业电话号码中特殊数字 6 或 4 出现

的次数作为公众环境诉求的工具变量。本文旨在通过上述探索性研究工作为发挥公众环境诉求

与政府环境规制的协同减排效应提供支撑。

二、公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理论分析

（ 一 ） 模 型 设 定 。 假 设 经 济 活 动 存 在 排 污 企 业 、 消 费 者 （ 或 公 众 ） 和 政 府 三 大 主 体 。 参 考

李    欣、顾振华、徐雨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  35  •



q(t) = α− f (t)− p(t)

André等（2011）对企业的假定，假设企业是合法企业，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处于

出清状态，影响市场需求或企业产出 q 的因素有两个：产品价格 p 和公众对企业的环境评价 f，①

市场需求 q 与产品价格 p 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环境评价有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之分，在此我们

将 f 视为环境负面评价，②其与市场需求呈负相关关系。t∈[0, ∞)，假设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和公

众环境评价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时间 t 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为： 。单位产品

的成本为 c。

e(t) = θq(t)假设污染是企业生产的副产品，污染与产出满足简单的线性关系，即 ，0<θ<1。设

社会或政府部门可以接受的污染水平为ē。参考任胜钢等（2019）对我国环境规制的解释，政府对

企业污染排放采取两种环境规制措施。一是市场型环境规制，具体来讲，ē为政府许可的企业排

污量，若 e(t)>ē，即企业污染排放总量超过了许可数量，企业需要购买一定的排污许可额 τ(e(t)−ē)，

τ 为竞争性市场上单位污染许可的价格，反之，若 e(t)<ē，企业可以出售的排污许可额为 τ(ē−e(t))。
二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政府通过“关、停、并、转”等命令型手段迫使企业环境合规，该种方式

是我国早期采取的主要环境规制手段。参考 André等（2011）对企业声誉维护成本的设定，假设企

业应对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成本③为 m，并且 m 为环境规制力度 A 的二次函数，即 m(t)=λA(t)2，λ>0。

此外，由于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执行成本较高，环境规制机构不能监管到所有的排污企业，设

排污企业被检查到的概率为 1−π，0<π<1。由此，排污企业在 t 期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

(p−τθ− c)(α− f − p)+τē− (1−π)λA2 （1）

下面构建公众环境评价变化的方程。若企业存在超标污染排放现象，即 e(t)>ē，则消费者对

排污企业的印象变差，公众环境负面评价增加，设 φ 表示公众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敏感度，其中

φ>0，企业超标污染排放 e(t)− ē将导致公众负面环境评价增加 φ(e(t)− ē)。同时，公众环境评价还与

政府环境规制的力度 A 有关，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也会导致公众环境负面评价的变化，设 β 表示政

府环境规制力度的效率，βA(t) 表示政府环境规制对公众环境负面评价的边际值。ρ 代表衰减

率。若排污企业没有被环境规制部门检查到，则 t 期企业环境评价的变化可表示为：

ḟ1(t) = φ(e(t)− ē)−ρ f (t)，r(0) = r0 > 0 （2）

若排污企业以（1-π）的概率被环境规制部门检查到，则 t 期企业环境评价的变化表示为：

ḟ2(t) = φ(e(t)− ē) + βA(t)−ρ f (t)，r(0) = r0 > 0 （3）

总而言之，t 期企业环境评价的期望变化可表示为：

ḟ (t) = φ(e(t)− ē)−ρ f (t) + (1−π)βA(t) （4）

（二）模型推导。设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主体，r 表示折旧率，企业的目标函数和约

束条件可表示为：

max
p,A

π =
w ∞

0
e(−rt){(a− f (t)− p(t))(p(t)− c−τθ) + τē− (1−π)λA2}dt （5）

s.t. p(t) ⩾ 0，A(t) ⩾ 0 （6）

其中，式（5）是目标函数，式（6）为约束条件，结合式（4）的状态方程，可以得到 Hamilton-Jacobi-
Bellmann（HJB）等式，在此基础上计算目标函数的最优值。设 V(f) 表示值函数，对应的 HJB 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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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公众环境评价视为公众环境诉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② 可以将企业正面环境评价和负面环境评价看成镜子的正反面，不论采取哪种评价方式均不会影响理论推导的结果。此外，不考虑其他

评价类型，如企业声誉、品牌效应等。

③ 此处设定规制成本为事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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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示为：

rV( f ) =max
p,A
{(p− c−τθ)(a− f − p)+τē− (1−π)λA2+V ′ ( f )(φ(e− ē)−ρ f + (1−π)βA)} （7）

假设上述 HJB 等式存在内部解，分别对 p 和 A 求导得：

p∗ = { a− f + c+τθ− θφV ′( f )} /2 （8）

A∗ = βV ′( f )/2λ （9）

e∗ = θq = θ(α− f − p) = θ(a− f − c−τθ+ θφV ′ ( f ))/2 （10）

将式（8）和式（9）代入式（7），可得：

rV( f ) =
(x0− f )2− θ2φ2V ′ 2( f )

4
+τē− (1−π)

V ′ ( f )2β2

4λ

+V ′ ( f ){φθ x0− f + θφV ′ ( f )
2

−φē−ρ f + (1−π)
β2V ′ ( f )

2λ
}

（11）

x0 = a− c−τθ式（11）中， 。对于该式的求解，采用代入法的方式，从公式可以看出，V(f) 是二次

函数的形式，故设 V(f) 的一般形式为：

V ∗( f ) = k1 f 2+ k2 f + k3 （12）

将式（12）代入式（11）可得：

rk1 =
1
4
+ θ2φ2k2

1 +
β2(1−π)k2

1

λ
−φθk1−2ρk1

进而求得：

k1 =

(φθ+2ρ+ r)−
√

(φθ+2ρ+ r)2−φ2θ2− (1−π)β2

λ

2(φ2θ2 +
(1−π)β2

λ
)

（13）

同样可得 k2、k3 的值，限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此处略。①在此基础上，对式（10）和式（9）分别计

算最优排污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关于企业环境负面评价的导数。

∂e∗

∂ f
=
θ

2
(2θφk1−1) （14）

∂A∗

∂ f
=
βk1

λ
（15）

∂A∗/∂ f

为判断上述两式系数的符号，采取数值模拟的分析方法。假定 ρ=0.02，r=0.05，θ=0.2，λ=2，

π=0.6，随机取 β=0.2（β>0），取 φ 大于零的任意数均得到，公众环境评价对企业最优污染排放量的

导数为负值，或者说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为负。同时可以发现，随着 φ 取值的增大，公

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最优污染排放量的导数呈递增趋势，如图 1 所示，这意味随着公众环境敏感度

的提升，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逐渐下降。②同理，假定 ρ=0.02，r=0.05，θ=0.2，λ=2，π=0.6，

随机取 φ=4（φ>0），通过 β 取值的变化观察 A*对 f 导数的变化规律。可以得到，在式（13）根号内取

值为正数的前提下，A*对 f 的导数为正值，且随着 β 取值的增加， 的值呈现出增加趋势，具

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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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数据稳定性的考虑，式（14）求解二次方程时采用了“减号”。

② 囿于个人能力，没有进行综合的数值模拟，本部分随机取值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排除存在其他结论的可能性。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

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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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 1：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公众环境敏感度的提升，公

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呈递减趋势。

假说 2：在一定条件下，公众环境诉求有助于促使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且环境规制效率

越高，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规制效应越强。

三、实证策略

（一）模型构建。首先构建实证模型以检验公众环境诉求与企业污染排放的负相关关系，即

假说 1。其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lnyit = β0+β1 ln serpit +Xδ+Zθ+ψ+uit （16）

其中，i 代表 11.4341 万个中国工业企业数，t 代表年份；lny 表示企业污染排放水平；lnserp 表示公

众环境诉求水平；X 是由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含企业内部影响污染排放的其他控

制因素；Z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β、δ、θ 表示待估系数（向量）；Ψ 表示控制效应，包括企业效

应、行业效应和年份效应；μ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检验假说 2，将待检验的实证模型设定为：

reg jt = α0+α1 ln serpit +Xδ+Zθ+ψ+uit （17）

其中，regjt 表示省级行政区 j 在年份 t 的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包括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

规制力度。其他变量的解释与式（16）基本一致。

（二）变量选取。选择工业企业化学需氧（COD）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基础度量指标，同

时还选择水污染的其他度量指标，对数形式的 COD 排放强度（ lncodden）、工业废水排放量

（lndwater）以及二氧化硫排放量（lnso2）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进行稳健性考察。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公众环境诉求水平（lnserp），参考郑思齐等（2013）及李欣等（2017）的做

法，采用 python 工具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关键词检索以爬取 1998−2012 年间各企业“污染”词

条的年度检索数量，此外，还爬取了工业企业关于“环境保护”和“排放”词条的年度检索量（lnserp_1）

作为公众环境诉求的稳健性度量指标。

对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X，参考 Wang 等（2018）、徐志伟等（2020）以及陈登科（2020）的做

法，首先控制了企业生存情况、资产规模、人员规模、盈利能力和生产能力五个方面，分别用企业

年龄对数值（lnage）、资产总计对数值（lnsize）、从业人员对数值（lnscale）、资产收益率（roa）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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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对数值（lnoutput）表示。同时，考虑到技术创新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作用，用工业企业

专利申请量度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patent），该指标包含了工业企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三种类型的专利申请量。此外，为了防止遗漏变量问题的出现，除控制企业层面的因素

外，参考寇宗来和刘学悦（2020）的研究，还加入了城市控制变量 Z，具体包括企业所在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的对数（lncgdp）、人口集聚水平（popdes）及产业结构（secrate），分别用城市人均 GDP、人

口密度和第二产业占比表示。

参考李欣等（2017），用各省级行政区每年颁布的地方环境法规数量（erule）、实施的环境行政

处罚案件数量对数值（lnepuni）表示命令型环境规制，用排污费与工业增加值之比（charge）表示市

场型环境规制。表 1 报告了实证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具体度量方法及基本描述性结果。
 

表 1    变量的含义和处理方法

类别 名称 含义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cod COD 排放量 ln（COD 排放量+1） 414 211 5.921 4.159

lncodden COD 排放强度 ln（COD 排放量×1 000+1）/工业总产值现值 414 211 −6.345 6.201

lndwater 工业废水排放量 ln（工业废水排放量+1） 411 704 9.498 3.766

lnso2 二氧化硫排放量 ln（二氧化硫排放量+1） 352 621 7.490 4.304

解释 lnserp 公众环境诉求 ln（工业企业污染词条年检索数量+1） 414 211 1.339 1.323

变量 lnserp_1 公众环境诉求 ln（环境保护和排放词条年检索数量+1） 414 211 1.626 1.694

控制变量

lnage 企业生存情况 ln（企业年龄+1） 414 211 2.359 0.862

lnsize 资产规模 ln（资产总计） 414 211 17.777 1.571

lnscale 人员规模 ln（从业人员） 414 211 5.537 1.127

roa 盈利能力 利润总额/资产总计 414 211 0.069 0.160

lnoutput 生产能力 ln（工业总产值现值） 414 211 17.902 1.522

patent 企业技术水平 企业专利申请量 414 211 0.304 1.502

lncgdp 经济发展水平 所在城市人均 GDP 414 211 6.994 1.142

popdes 人口集聚水平 所在城市单位面积常住人口数 414 211 5.965 4.246

secrate 产业结构 所在城市第二产业占比 414 211 0.495 0.084

机制变量

erule 命令型环境规制 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 414 206 0.993 1.460

lnepuni 命令型环境规制 ln（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量+1） 414 206 8.057 1.156

charge 市场型环境规制 排污费收入与工业增加值之比 414 206 0.130 0.090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污染排放，其数据来源是中国工业企业污染

排放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 1998−2012 年不同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信息。选择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作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重要来源，该数据库包含了不同工业企业的特征和财务信息，

目前已被很多高质量研究所采用，如 Song 等（2011）、李卫兵和张凯霞（2019）、陈登科（2020）等。

此外，中国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北京神州共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机制解释变量的数

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本文所需变量涉及多个数据库，在实证分析前必须先处理不同数据库的匹配问题，具

体操作步骤可参考 Brandt 等（2014）、寇宗来和刘学悦（2020）等。①参考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标准

处理方法（聂辉华等，2012；陈林，2018），按照下列过程进行样本处理：①剔除无污染排放数据的

观测值；②剔除固定资产合计和流动资产合计大于资产总计的观测值；③剔除固定资产合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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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收入和中间投入合计小于 0 的观测值；④剔除全部职工人数小于 5 人的观测值；⑤剔除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总产值现值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缺失的观测值。经过筛选，最终得到

1998−2012 年共 114 341 家工业企业、414 211 个样本观测值。

在以上匹配结果的基础上，对上述 11.43 万家工业企业按年份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网页

检索，检索关键词分别为“企业名称+污染”和“企业名称+环境保护+排放”。由于数据量庞大，采

用 python 工具进行数据挖掘。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根据研究假说 1，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为负值，为对该假说进

行验证，我们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和系列稳健性考察。在基准回归分析前，为避免企业样本中的

离群值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对模型中的变量在前后 1% 的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 缩尾处

理。首先汇报了公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稳健标准误回归的基准结果，即式（16）的估

计 结 果 ， 如 表 2 所 示 。 表 中 控 制 了 企 业 效 应 、 行 业 效 应 和 年 份 效 应 ，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工 业 企 业

COD 排放量（对数形式），列（1）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列（2）−列（4）逐步加入了企业和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下面重点以列（4）为例进行分析。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为−0.008，且满足 1% 的显

著性水平，这表明公众环境诉求每提升 1% 将导致企业 COD 排放约降低 0.008%。这意味着，公

众环境诉求发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其有利于促进企业降低污染排放，假说 1 前半部分得

以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lnserp −0.008***（0.003） −0.007***（0.003） −0.007***（0.003） −0.008***（0.003）

lnage 0.039***（0.013） 0.038***（0.013） 0.039***（0.013）

lnsize 0.175***（0.014） 0.177***（0.014） 0.176***（0.014）

lnscale 0.119***（0.012） 0.119***（0.012） 0.123***（0.012）

roa −0.020（0.043） −0.021（0.043） −0.046（0.043）

lnoutput 0.252***（0.012） 0.253***（0.012） 0.241***（0.012）

patent −0.015***（0.003） −0.014***（0.003）

lncgdp −0.301***（0.066）

popdes −0.033***（0.005）

secrate 1.788***（0.202）

常数项 6.216***（0.120） −1.918***（0.273） −1.963***（0.273） −0.582（0.457）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14 211 414 211 414 211 414 211

R2 0.456 0.461 0.461 0.462

　　注：***、 **和*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统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除表 8 外下表统同。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企业生存情况、资产规模、人员规模、企业生产能力的符

号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寿命越长、资产和从业人员规模越大、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排放

更多的化学需氧量。寿命越长的工业企业，其资产设备的更新换代相对越慢，清洁化转型也相对

越滞后，这是导致其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偏多的重要原因。大型工业企业具有资产规模、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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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规模的优势，并呈现出高基数、大总量的特点，若在节能减排方面不能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则必然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资产收益率对企业 COD 排放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从城市控制变

量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高、第二产业占比

越低，则企业排放的 COD 总量越低。

（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基准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进行系列稳

健性分析。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将工业企业关于环境保护和排放词条的百度检索量作

为公众环境诉求的稳健性度量指标，实证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同时，将被解释变量 COD 排放

量替换为 COD 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均为对数形式），稳健性回归结果

分别如表 3 列（2）−列（4）所示。可以看出，在替换相关变量后，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依然显著为

负，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假说 1 成立。
 

表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4）

lnserp_1 lncodden lndwater lnso2

lnserp/lnserp_1 −0.026***（0.004） −0.013***（0.005） −0.006**（0.003） −0.005*（0.003）

常数项 −0.621（0.456） 2.615（0.767） 3.751***（0.4222） 7.102***（0.429）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14 211 414 211 411 704 352 621

R2 0.462 0.293 0.025 0 0.494

　　注：受篇幅限制，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与表 2 基本一致，下表统同。

2. 考虑匹配误差。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存在同名子公司、分

公司或者不同地区企业名称相同的现象，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参考 Wang 等（2018）的做

法，在匹配后的工业企业样本中将总产量相差 10% 的观测值予以剔除，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中被解释变量为化学需氧量的对数，可以看出，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为负，且满足 10% 的显著性

水平，表明即使考虑匹配误差，公众环境诉求仍有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
 

表 4    考虑匹配误差的回归结果（剔除 10% 偏差样本）

（1） （2） （3）

lnserp −0.009*（0.005） −0.010*（0.005） −0.010*（0.005）

常数项 7.154***（0.189） −4.770***（0.587） −2.782***（0.859）

加入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加入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6 027 136 027 136 027

R2 0.478 0.486 0.486
 
 

3. 其他稳健性考察。表 5 报告了其他形式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列（1）除控制企业效应、行业

效应和年份效应外，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交互效应，结果得到，公正环境诉求的系数为-0.007，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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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1% 的显著性水平。列（2）加入了公众环境诉求的滞后项以考察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

排放影响的动态性，结果得到，公众环境诉求的当期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一阶滞后

项对企业 COD 排放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一定的

时效性，仅当期公众环境诉求有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为解决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问题，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回归进行稳健性分析，在此之前，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序

列相关检验，并得出结论：拒绝面板数据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实证结果如列（3）所示。可

以看出，即使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 5    其他稳健性考察

（1） （2） （3） （4） （5）

L.lnserp −0.005（0.004）

lnserp −0.007***（0.003） −0.009**（0.004） −0.008***（0.003） −0.011***（0.003） −0.006**（0.003）

常数项 0.757（0.478） −4.578***（0.703） −0.582（1.288） −0.577（0.464） −6.499***（0.579）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年份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观测值 414 211 254 705 414 211 393 436 379 250

R2 0.475 0.437 − 0.462 0.510
 
 

列（4）中，考虑到数据异常值可能会造成回归估计偏差，剔除了 lnserp 等于 0 以及 lnserp 高

于 95% 分位值的样本并进行稳健性回归，结果得到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负。此外，考虑到 1998 年和 1999 年百度搜索引擎关于企业污染词条的搜索量为零的占比相

对较高，①剔除这两年的数据，实证结果如列（5）所示，可以看出，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在 5% 的显

著性水平上为负。总而言之，通过上述多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公众环境诉求有利于企

业降低污染排放，假说 1 前半部分成立。

（三）基于工具变量的考察。对于公众环境诉求与企业污染排放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

用工具变量法予以解决。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工具变量与公众环境诉求

存在相关性；②工具变量与企业污染排放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

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开始通过网络媒体表达环境诉求，互联网已成为媒体报道和公众环

境参与的重要渠道和平台（郑志刚，2007；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基于此，我们选择各省级行政

区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比（webrate）作为公众环境诉求的第一个工具变量。该变量与网络媒体的发

展和公众环境参与水平息息相关，但是与企业污染排放并没有直接关联，理论上讲，满足工具变

量选择的基本条件。

此外，还选择了工业企业电话号码中数字 6 出现的次数（six）或数字 4 出现的次数（four）作为

公众环境诉求的第二个工具变量。从数字的意义来讲，数字不仅具有计算功能，同时也承载了一

定的文化功能，数字偏好及其产生的心理暗示效应已经成为决策的部分依据，比如，企业产品定

价可能会考虑产品价格的谐音及消费者选购产品的记忆效应（Chau 等，2001）。在我国，数字 4 由

于发音接近汉字“死”而受到部分人的忌讳，6 和 8 因为寓意“顺利”和“发财”成为人们偏爱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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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数字（赵静梅和吴风云，2009）。刘海洋和唐晓（2014）将工业企业电话号码中的数字 4 和 8 作为

主要解释变量，验证了数字偏好会产生“数字溢价”现象。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工业企业负

责人在选择电话号码时可能对 4、6、8 等数字比较敏感，电话号码偏好 6 的企业可能怀揣诸事顺

利的美好期待，其对企业外部环境更为在意，当面对舆论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保

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从公众角度讲，企业电话号码中 6 出现的次数越多，越易吸引眼球并受到公

众的环境关注。因此，我们选择电话号码中数字 6 出现的次数（six）作为公众环境诉求的第二个

工具变量，此外，还收集了 4 出现的次数（four）作为 six 的替代变量以从反面进行验证。①需要说

明的是，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第一个工具变量在个别年份存在缺漏值，先对其进行线性插值，

然后剔除仍然存在缺漏值的年份，这使得本部分样本区间缩短为 2000 至 2012 年。

表 6 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分析结果。根据内生性检验结果，表中各列 LM 统计

量对应的 p 值均小于 0.01，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
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 15% 的临界值 11.59，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Hansen J 统计量

均不显著，表明所选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总之，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我们所选的工具

变量是合理有效的。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公众环境诉求的系

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公众环境诉求有利于抑制企业 COD 排放。
 

表 6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IV: webrate+six IV: webrate+four

（1） （2） （3） （4）

lnserp −37.165***（6.551） −3.913***（0.618） −37.593***（6.662） −3.996***（0.634）

常数项 9.952***（26.775） 1.873***（3.659） 1.873***（3.205） −2.277*（−1.955）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控制年份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351 789 351 789 351 789 351 789

LM test（p） 32.263***（0.000） 46.403***（0.000） 31.926***（0.000） 45.656***（0.000）

C−D wald F 17.770 26.134 17.584 25.713

Hansen J （p） 0.509（0.476） 1.031（0.310） 0.109（0.741） 0.142（0.706）
 
 

（四）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将研究样本按照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所在地区以及所属行业

进行细分以考察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将工业企业划分为大中型企业（从业人

员>300）和小型企业（从业人员≤300），公众环境诉求对不同企业规模 COD 排放的影响如列（1）和

列（2）所示，可以看出，公众环境诉求对大中型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小型企业

污染排放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 7 列（3）和列（4）报告了公众环境诉求微观减排效应在企业产

权性质方面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公众环境诉求对国有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

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对公众环境评价的敏感度更高，国有企业更注重

公众环境诉求所引发的舆论压力和企业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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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没有将 8 出现的次数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 8 的谐音“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更大；根据赵静梅和吴风云（2009）的研究结论，对特殊数

字的偏好并不一定产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效果，尽管本部分从数字崇拜的视角选取工具变量，但仅限于数字崇拜的现象分析，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应该不迷信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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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8）

大中型 小型 国有 非国有 东部 中西部 重污染 一般污染

lnserp −0.014*** −0.004 −0.022*** −0.002 −0.007* −0.006 −0.006 −0.010**

（0.004） （0.004） （0.007） （0.003） （0.003） （0.005） （0.004） （0.004）

常数项 −2.786*** 0.869 0.594 −0.881* 5.058*** −3.813*** 0.355 −1.845***

（0.733） （0.633） （1.069） （0.517） （0.606） （0.710） （0.667） （0.694）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1 891 242 320 86 531 327 680 246 156 168 055 244 682 169 529

R2 0.473 0.384 0.180 0.530 0.531 0.376 0.466 0.457
 
 

从区域层面讲，如列（5）和列（6）所示，东部地区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中西部地

区公众环境诉求的系数并不显著。此外，根据《第一次污染源全国普查方案》，造纸及纸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11 个行业被划定为重点关注的重污染行业，基

于此，将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一般污染企业两类，回归结果如表 7 列（7）和

列（8）所示，公众环境诉求对重污染企业 COD 排放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一般污染企业 COD 排

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总而言之，异质性稳健分析结果表明，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污染

类企业的污染减排更易受公众环境诉求的影响，而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西部企业以及重污

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污染问题更易引发公众对环境的关

注，同时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而能够更积极应对环境舆论压力和政府的环境规

制并及时减少污染排放；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更高，公众

的绿色环保意识更强，企业对公众的环境诉求也更为重视；重污染企业存在的“诉求漠视”问题

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存在“重发展、轻环境”的思想，使得严重污染企业存在舆论不理会、减污不

到位、治污不达标等问题。

五、进一步讨论

（一）公众环境敏感度对公众环境诉求减排效应的影响。由假说 1 可知，随着公众环境敏感

度的提升，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呈递减趋势，本部分采用交互项回归对此进行验证。用

各 地 区 环 境 信 访 数 量 的 对 数 表 示 公 众 环 境 敏 感 度 ， ① 其 与 公 众 环 境 诉 求 的 交 互 项 用  ln le×
lnserp表示，实证结果见表 8。列（1）和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COD 排放量，列（3）和列（4）的被

解释变量为 COD 排放强度，奇数列是基本回归结果，偶数列是稳健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公众

环境诉求的系数显著为负，公众环境诉求与公众环境敏感度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随

着公众环境敏感度的提升，公众环境诉求的边际减排效应呈递减趋势，假说 1 后半部分得以验证。

（二）公众环境诉求对环境规制力度的影响检验。前文通过理论分析得到，公众环境诉求所

引发的舆论压力通过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施加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公众环境诉求在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现有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成为验证该理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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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重要佐证，如 Dong 等（2011）

以及郑思齐等（2013）等均意识到

政府环境规制在影响公众环境参

与和企业污染排放行为中的中介

作用。

基于此，我们考察了公众环境

诉求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影响，

实证结果如表 9 所示。列（1）和列

（ 2）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命 令 型 环 境 规

制，列（3）被解释变量为市场型环

境规制。从 lnserp 的系数符号可

以 看 出 ， 随 着 公 众 环 境 诉 求 的 增

加，政府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环

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以及排污费占

比均有所增加，这表明，随着公众

环境诉求水平的提高，政府加大了

环境规制力度，假说 2 前半部分得

以验证。公众环境诉求之所以能

有效刺激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本文所指

的公众包含社会团体，如社会媒体

或环境非正式组织，其中，媒体的

环境负面报道是约束政府环境管

制行为的重要力量，  而环境非政

府组织在与政府合作并监督政府

行为、制约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性行

为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伊媛媛和张

发坤，2009）；第二，就普通民众而言，其在网络上表达环境诉求的同时可能伴随网络举报、投诉等

行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推动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同时，随着公众环境诉求

的增加，其诉求可能会被社会团体进一步关注，通过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滚雪球效应，公众环境诉

求便发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从而促使政府提升环境规制水平。

六、总结性评论

环境污染治理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贯彻落实“十四五”规

划中提出的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基本要求。在污染治理过程

中，如何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在减排中的主体作用对构建多层次环

境治理体系、建设天蓝地绿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公

众环境诉求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理，并得到两个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了 1998−2012 年 11.43 万家企业的

41.42 万个样本观测值，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造了微观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水平度量指标，进而

表 8    考虑交互项的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4）

lnserp −0.114*** −0.114*** −0.161*** −0.161***

（0.021） （0.021） （0.036） （0.035）

lnle×lnserp 0.011*** 0.011*** 0.016*** 0.016***

（0.002） （0.002） （0.004） （0.004）

常数项 −0.537* −0.537 2.677*** 2.677***

常数项 （0.289） （0.457） （0.488） （0.767）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14 206 414 206 414 206 414 206

R2 0.462 0.462 0.293 0.293
　　注：环境信访数量缺少西藏数据，故而该表观测值数据少于 414 211；奇数

列括号内为基本标准误，偶数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9    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erule lnepuni charge

lnserp 0.006*** 0.008*** 0.000 2***

（0.002） （0.001） （0.0001）

常数项 2.014*** 8.878*** 0.055***

（0.163） （0.136） （0.014）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控制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414 206 414 206 414 206

R2 0.080 0.117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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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计量工具就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公众环境诉求有助于抑制

企业污染排放，多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从时间滞后效应讲，公众

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即时性；在异质性方面，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东

部地区企业和一般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受公众环境诉求的影响更大。随着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

和减排舆论压力的增强，政府将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上述研究结论对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体系

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首先，本文得到公众环境诉求对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具有促进作用，这为提高公众环境参与

的积极性、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从这一角度讲，一方面应该完善公众监

督和举报机制，畅通环保监督渠道，促进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企业环境违规行为以及重大环境突

发事件，保障公众的环境监督权；另一方面应加大环境宣传力度，促进公众绿色消费和践行绿色

生活方式，通过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境观念的改变内化公众的环境参与行为。

其次，考虑到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环境体系构建过程中，一

方面，要发挥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重点污染企业在公众与企业互动方面的

优势，树榜样、立典型，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另一方面，致力于推进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西

部企业和重点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建设。

最后，政府环境规制力度是作用于公众环境诉求与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重要桥梁，因此，提

升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对形成导向清晰、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意义重大。比如，政府应完善企

业环境行为准则，加强对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企业的管理，严格执行监督处罚措施。

总之，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环境污染的有效防治依赖政府、公众以及企业

三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只有将政府环境规制的权威性与公众环境参与的广泛性相结合，才能对

排污主体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促进环境规制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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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growth,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the supervision by governmental macro-
control, but also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initiative of production entiti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mpirically
shows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publication participation i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he public appeals to envir-
onmental protection are an important force to restrict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s, as well as improve gov-
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channel of public appeals
determi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appeals affecting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
sions, and the impact of public appeals on the heterogeneity among enterprise indicators, such as size, prop-
erty rights, geographic location, industry, etc.

This paper applies dynamic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appeals af-
fecting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eterogeneity and uncertainty of environ-
mental policies. Empiric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414,211 observations from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 Database and the Patent Database, and the index of pub-
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from Baidu environmental search.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
amines the impact of public appeals on enterprise pollution reduction based on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ethod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method, controlling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effect, industry
effect, and year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intensity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pollution emiss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s are also significant in the robustness test. The lag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lose their impact on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of the current period, indicating that
th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on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s is time-sensitive. On the other
side, th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on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s shows heterogeneity in size,
property rights,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ustry. With the increase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and the
increase of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
lation.

This paper complem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idens the boundary of studies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pro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
ernance system improvement. Firstly, this paper show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on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particip-
ation in the civ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Moreover,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positive impact,
it is essential to emphasize the cooperation among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
prises,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non-key polluting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pol-
lu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other enterprises. Finally,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velops a
critical bridge between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and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 behavior.

Key words:  public environmental appeals；  dynamic optimization analysis；  enterprise pollution

emiss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aidu environmental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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